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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协定文本覆盖、 法律约束程度和条款深化形式三个维度量化区

域贸易协定中数据流动规则深度， 并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 ＯＥＣＤ－ＴｉＶＡ 数据库提供

的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数据， 研究了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

影响。 结果表明， 数据流动规则深度显著促进了缔约国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

长。 机制检验显示， 贸易成本效应和创新效应是数据流动规则深度促进服务出口国

内增加值增长的重要渠道； 细分贸易成本后发现， 数据流动规则深度通过降低出口

目的国信息成本和监管成本促进了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 文章还从不同国别、
行业、 贸易协定、 缔约时点和贸易关联程度五个视角， 检验了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

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异质性促进效应。 该研究结果的政策启示是， 我国应按照

不同缔约伙伴、 行业、 数据流动规则条款构建差异化的贸易谈判策略， 在与其他国

家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尽快引入高标准数据流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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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全球数据指数级增长及数字技术的长足发展， 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

素已然渗透至生产与贸易的各个环节， 改变了传统服务贸易模式。 根据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的数据， ２０２１ 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在服务贸

易总额中的占比高达 ６４％。 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有助于服务生产者做出最优的生产

和贸易决策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ａｒｅｌ ａｎｄ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２０２１） ［１］， 并成为各国推动服务贸易增

量提质的重要方式 （Ｍｅｌｔｚｅｒ， ２０１９） ［２］。
然而， 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在为传统贸易带来新机遇的同时， 也可能侵害国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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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个人信息安全， 各国由于利益分歧采取了不同的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政策， 这

成为制约一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而 ＷＴＯ 框架下尚未形成具有

全球约束力的数据流动规则框架， 各国难以使用 ＷＴＯ 框架下的贸易规则妥善解

决数据跨境流动带来的国家数据主权、 数据安全、 数据属地管辖权等问题。 为降

低数据流动壁垒， 充分发挥数据对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逐步将数据流动相关的议题纳入区域贸易协定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ＲＴＡ）
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数据流动规则始终是 ＲＴＡ 中电子商务章节的核心议

题， 但在实际谈判过程中， 各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相关议题尚存在较大的分歧， 不

同 ＲＴＡ 达成的数据流动规则在文本范式上存在明显差异， 从而造成不同 ＲＴＡ 中

数据流动规则的法律确定性及法律约束力大相径庭。 中国作为数字服务贸易大

国， 始终以积极的姿态参与高标准数据流动规则的制定， 但各国由于数字发展阶

段及形态明显不同， 针对数据流动规则的关注点存在显著差异。
在上述背景下， 本文整合全球 ＲＴＡ 并捕捉不同 ＲＴＡ 中数据流动规则的差异，

在此基础上讨论数据流动规则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具体作用渠道及可能

存在的异质性。 上述结论一方面为中国通过缔结数据流动规则来促进服务出口国内

增加值提供了实证支持， 另一方面为中国设计出 “以我为主” 的数据流动规则谈

判标准提供了政策参考。

一、 文献综述

（一） 数据跨境流动壁垒对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

当前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国家之间的数据跨境流动壁垒显著阻碍了贸易的发展

（Ｃａｓａｌｉｎｉ ａｎｄ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２０１９） ［３］， 这一负向影响对数据密集型的服务贸易更为显著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ａｒｅｌ ａｎｄ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２０２１）。 Ｓｔｏｎｅ 等 （２０１５） ［４］ 发现， 一国强制的数据

本地化要求拖累了专业服务类企业在国内和跨境的贸易效率。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ａｒｅｌ 和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２０２１） 进一步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指数分解为数据跨境流动政策和其

他国内监管政策两个子指标， 结果表明数据流动限制对服务贸易产生了负向影响。
在将数字服务贸易增长进一步分解为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后， 数据流动限制对数字

服务贸易的二元边际扩张的负向影响同样显著 （周念利等， ２０２２） ［５］。
（二） ＲＴＡ 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

对于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的贸易促进效应， 不同时期、 国家和样本的经验研究

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 即 ＲＴＡ 中数字贸易规则能够有效促进服务贸易 （周念利和

陈寰琦， ２０２０［６］； 彭羽等， ２０２１［７］； 刘斌等， ２０２１［８］ ）。 周念利和陈寰琦 （２０２０）
研究了 ７ 条美式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 结果发现跨境数据自由

流动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位列第三位。 类似地， 彭羽等 （２０２１） 构建数据、
贸易、 隐私三种类型的数字贸易规则异质性指数， 发现数据相关条款对数字服务贸

易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强。 鉴于数据流动规则在数字贸易规则中的重要地位， 后续部

分研究将视角聚焦于数据流动规则。 例如， Ｍｅｌｔｚｅｒ （２０１９） 指出， 数据流动规则

转变了研发、 金融等行业的贸易模式， 在降低贸易成本的同时提高贸易效率， 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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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 陈寰琦 （２０２０） ［９］检验了跨境数据自由流动规则广度

和深度与双边数字贸易流量的关系， 同样证实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存在贸易促进

效应。
（三） ＲＴＡ 数据流动规则内容和文本量化的研究

国内外研究对于 ＲＴＡ 数据流动相关规则界定及其涵盖的内容尚未形成统一的

分类标准。 从狭义角度来看， 数据流动规则主要包括跨境数据流动、 数据储存本地

化及特定行业跨境数据流动 （如金融业） 三个方面。 经验研究多是基于狭义角度

对数字贸易规则进行划分， 将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数据存储本地化归纳为数据相关

条款 （彭羽等， ２０２１）。 从广义角度来看， 由于跨境数据流动可能对国家和个人信

息安全造成威胁， 多数国家已经开始强化对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的保护， 对跨境数

据流动的监管力度日益加大。 因而， 平衡数据有序流动和公共利益保护成为数据流

动规则的核心内容 （熊鸿儒等， ２０２１） ［１０］， 即应当在狭义数据流动规则的基础上进

一步纳入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条款。
现有研究除讨论 ＲＴＡ 数据流动规则相关内容外， 还建立了专门测度 ＲＴＡ 文本

的数据库。 当前量化数据流动规则的数据库主要有贸易协定数据集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ＤＥＳＴＡ） 和区域贸易协定电子商务和数据条款数据库 （Ｔｒａｄｅ 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ＴＡＰＥＤ）。 前者涉及数据跨境

自由流动、 数据本地化和特定机制解决数据跨境流动三个条款， 当 ＲＴＡ 中涵盖相

关内容时取值为 １， 反之取值为 ０ （Ｄü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１１］； 后者是专门针对数字贸

易规则文本量化的数据库， 内容涉及七个方面共计 ９０ 个条目， 并依据法律约束程

度对相关条款进行 １—３ 分的赋分 （Ｂｕｒｒｉ ａｎｄ Ｐｏｌａｎｃｏ， ２０２０） ［１２］。
综上所述， 现有对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与服务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丰富， 但

仍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扩展： 第一， 现有研究量化数据流动规则时， 多根据条

款中是否存在法律约束词来确定条款内容深度， 往往忽视了争端解决机制和数字流

动规则的特定深化形式对条款深度的影响。 例如， 部分国家 （地区） 在设置 ＲＴＡ
电子商务章节时排除争端解决机制， 这会降低相关条款的法律性 （Ｈｏｆ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１３］； ＲＴＡ 中安全例外条例与争端解决机制相互配合， 虽能为数据跨境流动

提供相对自由的法律框架， 但也难以为限制数据流动的合法性提供足够的法律确定

性， 造成各国滥用安全例外条例来限制数据跨境流动 （马光， ２０２１［１４］； 谭观福，
２０２２［１５］）。 第二， 现有研究专注于讨论数据跨境流动的贸易促进效应， 较少涉及数

据流动规则如何影响缔约国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及其背后的具体作用渠道。 对于机

制的理解和把握有助于缔约国更好地发挥数据流动规则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

进效应。 不仅如此， 各国 （地区） 如何在合适的条件下选择缔约伙伴及缔约时点，
从而避免数据流动的负向影响？ 该问题同样值得深入探讨。 第三， 上述文献聚焦于

数据跨境流动对数字服务贸易流量的影响。 当前， 数据已然渗透至各服务行业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ａｒｅｌ ａｎｄ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２０２１），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 使用增加值才能

更准确地反映一国 （地区） 的真实贸易数额。 因此， 仅使用特定服务行业贸易流

量难以全面揭示缔结数据流动规则对各国贸易利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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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 第一， 根据 ＲＴＡ 的具体内容， 使用数据流动与

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条款组成数据流动规则的基本要素。 在此基础上， 对频柱法进行

扩展， 从协定文本覆盖、 法律约束性和具体深化形式三个维度构建数据流动规则深

度评价体系， 力求全面捕捉与刻画数据流动规则在内容细节和法律约束程度等方面

的变化。 第二， 在量化数据流动规则深度的基础上， 利用引力模型将数据流动规则

与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相联系， 并从细分的贸易成本效应和创新效应两个视角对

内在机制展开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以期提供关于数据流动规则影响服务业出口国

内增加值基本逻辑的深刻见解。 第三， 区分不同国别、 行业、 贸易协定、 缔约时点

和贸易关联度， 考察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异质性效应， 进

而得到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二、 典型事实与理论分析

（一） ＲＴＡ 中数据流动规则主要内容及发展现状

数据流动规则的核心内容是平衡数据有序流动和保护公共利益 （熊鸿儒等，
２０２１）， 可据此将数据流动规则分为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和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两个

方面。 同时， 借鉴 ＴＡＰＥＤ 中条款内容， 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和个人信息保护规

则细分为 ６ 项具体条款 （见表 １）， 其中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包括： 数据跨境流动、
特定机制解决数据跨境流动、 特定行业数据跨境流动、 禁止数据本地化； 个人信

息保护规则包括： 根据国内法律进行个人信息保护、 根据国际标准进行个人信息

保护。

表 １　 ＲＴＡ数据流动规则条款及得分数目 （个）①

大类领域 具体条款 １ 分 ２ 分 ３ 分 ４ 分

跨境数据流动规则

数据跨境流动 １６ ０ ９ ３

特定机制解决数据跨境流动 ４ ０ ０ ２

特定行业数据跨境流动 ０ ２ ８０ １１

禁止数据本地化 ０ ０ ９ １

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根据国内法律进行个人信息保护 ８ ３ ２６ ９

根据国际标准进行个人信息保护 ８ １ ２４ ８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２０００ 年美国—约旦 ＲＴＡ 首次引入电子商务章节， 此后数据流动的相关条款内

容在 ＲＴＡ 中不断丰富完善。 因此， 本文选择 ２０００ 年后 ＷＴＯ 的 ＲＴＡｓ 数据库所涵盖

的 ＲＴＡ 作为研究样本， 通过对相关 ＲＴＡ 文本进行研读和分析， 有如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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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同分值代表具体条款不同的法律约束程度， 其中 １ 分为法律约束程度最低， ４ 分为法律约束程度最

高。 具体赋值和评分标准详见核心解释变量。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各国 （地区） 共缔结 ２７１ 个 ＲＴＡ， 其中有 １４７ 个 ＲＴＡ 包

含数字贸易规则， 占比约为 ５４％。 在涵盖数字贸易规则的 ＲＴＡ 中， 有 １０７ 个 ＲＴＡ
包含一个或多个数据流动相关条款， 占比超过 ７０％。 不仅如此， 在 ２００８ 年之后，
含有数据流动相关条款的 ＲＴＡ 数量迅速增加 （８１ 个）①。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家

（地区） 热衷于用对外缔结 ＲＴＡ 的方式参与数字贸易治理， 且数据流动相关条款在

数字贸易规则中的地位日趋上升。
（２） ＲＴＡ 数据流动规则的具体条款在各国 （地区） 的接受程度和约束力度存

在显著差异。 由于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一国的数字产业、 数字基础设施、 监管能力

等方面的要求相对较高， 因此除 “特定行业数据跨境流动” 外， 跨境数据流动规

则中其余条款的接受程度和约束力度大多低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具体来看， “特
定行业数据跨境流动” 和 “根据国内法律进行个人信息保护” 的接受程度相对较

高， 分别为 ９３ 个和 ４６ 个。 “特定机制解决数据跨境流动” 和 “禁止数据本地化”
的接受程度相对较低， 分别为 ６ 个和 １０ 个。 从得分情况来看， 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中 “根据国内法律进行个人信息保护” 和 “根据国际标准进行个人信息保护” 得

分多为 ３ 分， 表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相关条款的法律约束程度较高， 但各国在缔结

ＲＴＡ 时多数未引入个人信息保护的关键原则。 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中的 “特定行业

数据跨境流动” 得分多为 ３ 分， 表明该条款已形成 “原则＋例外” 的规制模式。
“禁止数据本地化” 的接受程度较低， 但在 ＲＴＡ 中具备较强的法律约束性。 “数据

跨境流动” 和 “特定机制解决数据跨境流动” 得分多为 １ 分， 即相关条款的法律

约束性相对较弱。
（二） 理论分析

各国缔结数据流动规则的目的是避免对数据跨境流动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和创造

更加安全、 便利的数字贸易发展环境。 当前， 大量服务贸易依赖于全球范围内的数

据流动， 各国之间签订涵盖数据流动规则的 ＲＴＡ， 无疑会促进双边服务贸易的发

展， 进而扩大服务出口规模并提高其包含的国内增加值。
由此， 本文提出假说 １： 缔结数据流动规则能促进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

提升。
从具体作用机制来看， 一方面， 缔结数据流动规则不仅能使缔约国享受在数据

的生产、 使用和流动过程中信息搜寻成本的下降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ａｎｄ Ｔｕｃｋｅｒ， ２０１９） ［１６］，
并且能有效降低各类数据流动管制政策带来的监管成本， 即缔结 ＲＴＡ 数据流动规

则通过削减缔约国之间的贸易成本促进双方增加值贸易。 另一方面， 数据的生产和

流动也将成为创新和生产率提高的关键驱动因素 （Ｍｅｌｔｚｅｒ， ２０１９）， 创新能力提升

有助于产品获取竞争优势， 并进一步提高产品国内增加值。 据此， 本部分从贸易成

本效应和创新效应两方面阐明数据流动规则深度与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之间的内

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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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贸易成本效应

（１） 信息成本。 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是以比特形式储存在计算设施中的

信息 （Ｆａｒｂｏｏｄｉ ａｎｄ Ｖｅｌｄｋａｍｐ， ２０２１） ［１７］。 因此， 数据跨境自由流动能通过数据生

产、 传输及处理形成价值信息， 进而作用于一国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 具体来

看，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信息传输壁垒是阻碍国家间贸易往来的重要因素 （岳云蒿

等， ２０１６） ［１８］， 高昂的信息成本往往导致一国贸易额相对较低 （Ｃｙｒｕｓ， ２０１２） ［１９］。
特别是对服务贸易而言， 许多服务需要根据消费者的需求量身定制并进行质量监

控， 信息传输壁垒的存在将极大地限制国外生产者为本国提供服务， 且不利于提高

服务质量 （Ｆｒｅｕｎｄ ａｎｄ Ｗｅｉｎｈｏｌｄ， ２００２） ［２０］。 数据自由跨境流动能以极低的成本使

出口目的国的各类信息传送至本国企业， 国内企业通过相关技术分析可以准确刻画

出口目的国市场的产品偏好等信息， 使企业在海外销售时具备信息优势。 不仅如

此， 数据自由流动还能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网络外部性。 随着平台用户的增加， 平

台获取的数据信息逐渐增多， 这会提升产品服务质量 （ Ｃａｒｒｉｅｒｅ⁃Ｓｗａｌｌｏｗ ａｎｄ
Ｈａｋｓａｒ， ２０１９） ［２１］， 即通过范围经济实现数据积累和价值信息提取， 以此降低贸易

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并提升经济主体运行效率 （蔡跃洲和马文君， ２０２１） ［２２］。 总

之， 数据跨境流动有助于缓解贸易双方信息不对称， 降低搜寻和沟通成本， 一方面

提高贸易双方匹配效率， 有效提高价值链节点上双方的合作效率 （ Ｂａｋｏｓ，
１９９７） ［２３］； 另一方面降低服务提供者的市场进入门槛， 增加服务产品在缔约国市场

的准入机会， 进而从缔约国之间贸易流量、 国内资源利用率和国内服务要素配置等

多个维度， 促进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 （林僖和鲍晓华， ２０１８） ［２４］。
（２） 监管成本。 由于数据跨境流动涉及国家和个人信息安全， 各国设置了包

括数据本地化、 强制设定数据保留期限在内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政策。 上述限制政

策作为数字贸易壁垒的重要表现形式， 提高了国内在线服务交易成本， 并对服务进

口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ａｒｅｌ ａｎｄ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２０２１）。 ＲＴＡ 中的条款会对

国内立法产生溢出效应， 使缔约国在国内实施与 ＲＴＡ 条款相对应的法律法规

（Ｂｏｗｎ， ２０１７） ［２５］。 缔结 ＲＴＡ 有助于削减缔约国之间的贸易壁垒， 为双边服务贸易

体制提供相对可信的制度保障， 提高服务企业出口确定性预期 （周念利，
２０１２） ［２６］。 Ｍｉｒｏｕｄｏｔ 等 （２０１３） ［２７］的经验研究证实， 贸易双方缔结 ＲＴＡ 能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监管政策造成的服务成本上升。 因此， 经济体在缔结 ＲＴＡ 数据流动规则

后， 能够通过溢出效应使双方在数据跨境流动和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立法标准趋

同和提高， 在提高缔约国国内立法透明度和一致性的同时， 有效降低数据流动政策

管制带来的服务要素出口不确定性及服务贸易监管成本。 这促使缔约国服务类企业

积极拓展境外市场或以中间服务提供商的身份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进而提高

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
由此， 本文提出假说 ２： 缔结数据流动规则通过降低双边贸易成本促进一国服

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 且贸易成本效应具体表现为， 国家之间缔结数据流动规

则降低了信息成本和监管成本， 进而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产生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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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创新效应

（１） 缔结数据流动规则能有效减少创新要素跨境流动障碍。 在互联网时代，
数据已成为创新要素的重要载体， 创新要素随着数据在缔约国之间自由流动而流动

（刘斌和甄洋， ２０２２） ［２８］。 Ｍｅｌｔｚｅｒ （２０１９） 研究指出， 数据跨境流动使研发人员共

享研究设计与实验数据， 并且研发人员能在更具协同性和实时性的环境下分析实验

结果， 从而激发国家创新活动。 （２） 知识溢出通常受制于行政地理边界， 缔结数

据流动规则能够打破缔约国之间的市场准入限制并增强异质性信息交换， 即数据跨

境自由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知识溢出的地理边界， 进而提高了空间知识溢出程

度 （Ｄａｓ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ｉａｍａｎａｎｊａｒａ， ２００６） ［２９］。 并且互联网市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 一

方面会使异质性信息在缔约国之间反复循环流动， 另一方面会增强缔约国之间的用

户黏性， 形成锁定效应 （刘斌和甄洋， ２０２２）， 从而推动缔约国创新能力提升。
（３） 缔结数据流动规则使国内市场可使用的数据要素激增， 并且吸引了云计算等

大数据分析企业进入本国市场， 改善了由于数据要素指数级积累而产生的数据价值

难以挖掘的局面， 促进了数据要素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数据资源在产业中的构筑不

仅能直接转化为资源红利， 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谢康等， ２０２０） ［３０］， 而且由此衍生

的新产业、 新业态和新模式也促使各国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动范围不断拓展。 实证检

验发现， 数据要素投入能使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 ３％ ～ ７％ （ Ｍü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３１］， 且在企业具备大数据分析能力时， 数据要素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强

（Ｇｈａｓｅｍａｇｈａｅｉ ａｎｄ Ｃａｌｉｃ， ２０１９） ［３２］。
综上所述， 缔结数据流动规则有效提升了缔约国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的提升一

方面能够使缔约国摆脱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 加速其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 另

一方面能够提高国内市场竞争程度， 具体表现为国内中间品供给数量与种类显著增

加且中间品价格降低， 决策者基于成本最小化和便利性原则倾向于使用国内同质中

间品进行替代生产 （Ｅｌｌｉ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３３］， 即缔约国创新能力提升引致的市场

竞争提高了企业使用本土化中间投入品的比重， 进而促进了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

提升。
由此， 本文提出假说 ３： 缔结数据流动规则通过增强国家创新能力促进一国服

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

三、 模型设定、 样本与数据来源

（一） 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据流动规则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本文设定基准计量模型

如下：
ｌｎＳＥＸ ｉｊｋｔ ＝ α０ ＋ α１ｒｕｌｅｉｊｔ ＋ βＺ ｉｊｔ ＋ μｉｋｔ ＋ ν ｊｋｔ ＋ εｉｊｋｔ （１）

其中， ｉ、 ｊ、 ｋ和 ｔ 分别代表出口国、 进口国、 行业和时间； ｌｎＳＥＸ ｉｊｋｔ 为被解释变

量， 表示 ｉ 国 ｋ 行业在 ｔ 年向 ｊ 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 ｒｕｌｅｉｊｔ 为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

ｉ、 ｊ 两国在 ｔ 年签订的数据流动规则的深度； Ｚ ｉｊｔ为控制变量； 为解决内生性偏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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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本文借鉴 Ｂａｉｅｒ 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３４］ 的做法， 在计量模型中进一步引入国

家—行业—时间固定效应项 μｉｋｔ 、 ν ｊｋｔ ， 以控制国家—行业可能存在的时变异质性；
εｉｊｋｔ 为随机扰动项。

考虑到传统引力模型存在的异方差问题以及本文数据中可能存在零值的情况，
选用泊松伪最大似然方法 （ＰＰＭＬ） 进行估计更为有效。 因此， 本文在基准检验中

除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对样本进行估计外， 进一步使用 ＰＰＭＬ 法进行估

计。 ＰＰＭＬ 法的计量模型设置如下：
ＳＥＸ ｉｊｋｔ ＝ ｅｘｐ（α０ ＋ α１ｒｕｌｅｉｊｔ ＋ βＺ ｉｊｔ ＋ μｉｋｔ ＋ ν ｊｋｔ） ＋ εｉｊｋｔ （２）

其中， 各参数含义与式 （１） 相同。 此外， 由于 ＲＴＡ 的贸易促进效应存在滞后

性，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Ｙｏｔｏｖ （２０１６） ［３５］认为使用间隔面板数据替代连续面板数据能更加

精确地捕捉 ＲＴＡ 的贸易促进效应。 据此， 基于样本容量的考量， 本文使用间隔 ３
年的方法将研究样本年份等分， 划分后的样本时间为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五个时间段。

（二）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１􀆰 被解释变量

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 （ＳＥＸ） 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数据时效性， 本

文使用 ＯＥＣＤ－ＴｉＶＡ 数据库提供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细分服务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作

为被解释变量。 样本涵盖全球 ６５ 个国家 （地区）， 包括经合组织、 欧盟、 Ｇ２０ 国

家及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国家 （地区）。 样本行业分类依据第 ４ 版国际行业标准分

类 （ＩＳＩＣ Ｒｅｖ􀆰 ４）， 包括 １９ 个细分服务行业。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数据流动规则深度 （ ｒｕｌｅ） 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 借鉴 Ｈｏｆ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１７） 使

用频注法对 ＲＴＡ 规则进行评价的基本思路， 并进一步考虑数据流动和个人信息保

护规则的深化形式， 最终形成数据流动规则深度的评价体系。 第一步考虑协定文本

是否涵盖数据流动规则， 若涵盖赋 １ 分， 否则赋 ０ 分； 第二步考虑具体条款的法律

约束性， 若条款含法律约束词且适用于争端解决机制赋 ３ 分， 若条款含法律约束词

而不适用于争端解决机制赋 ２ 分， 若条款内无法律约束词则赋 ０ 分； 第三步考虑条

款具体深化形式， 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深化的主要表现为取消安全例外条例， 个人信

息保护规则深化的主要表现为明确指出个人信息保护的关键原则 （周念利和陈寰

琦， ２０１９） ［３６］。 若相关条款存在具体深化形式赋 ４ 分， 若不存在具体深化形式则赋

０ 分。 依据不同条款深度对成员国约束力度的大小分别赋值 １—４ 分， 其中 ４ 分为

约束程度最高， １ 分为最低。
基于数据流动规则的分类， 可将核心解释变量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跨境数据流

动规则， 其中， 数据跨境流动和特定行业数据跨境流动允许缔约国之间互相传输电

子信息， 有助于减少数据跨境流动限制； 特定机制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则通过国家合

作的方式减少数据流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障碍； 禁止数据本地化规定不得强制企业

使用本国领土内的计算设施并将其作为企业开展业务的条件， 该条款能有效降低相

关企业的数据运营成本及生产管理难度。 第二类是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个人信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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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条款通过缔约国提供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框架或设置个人信息保护对等标准的方

式增强相关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 上述两类规则均有助于促进缔约国增加值贸易

（赵静媛等， ２０２２） ［３７］， 即两类数据流动规则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方向

相同。 本文将 ６ 项数据流动规则得分相加并除以 ２４ （所有条款均为约束程度最高

时的得分）， 计算得到 ｒｕｌｅ 。 当样本中缔约国重复缔结数据流动规则时， 本文使用

缔约国之间现存约束力最强的数据流动规则赋值作为当年得分。 值得注意的是， 刘

斌和甄洋 （２０２２） 指出， 欧盟成员国的数据流动规则诉求反映在 《欧洲经济区协

定》 （ＥＥＡ） 之中， 因此在处理欧盟成员国之间缔结的数据流动规则时， 使用了

ＥＥＡ 中的具体条款①。 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匹配后， 样本期内共包括 ７０ 份

含有数据流动规则的 ＲＴＡ。
３􀆰 控制变量

（１） 双方市场规模差距是影响贸易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引入贸易双方市场

规模差距 （ｍｓｉｚｅ） 作为控制变量， 用贸易双方国内生产总值之差的绝对值取对数表

示。 （２） 服务贸易的可变贸易成本主要是信息搜集成本， 邻近国家往往具有更紧

密的经贸关系， 企业扩大出口的信息搜集成本也相对较低 （林僖和鲍晓华，
２０１９） ［３８］， 鉴于此， 引入对数形式的双边地理距离 （ｌｎｄｉｓｔ） 和贸易双方是否共享边

界 （ｃｏｎｔｉｇ） 。 （３） 服务贸易企业的出口固定成本使用两国是否存在共同宗主国

（ｃｏｍｃｏｌ） 、 两国是否存在共同官方语言 （ｃｏｍｌａｎｇ） 、 两国是否存在殖民关系

（ｃｏｌｏｎｙ） 、 两国是否具有同一法律来源 （ ｌｅｇａｌ） 表示。 上述数据中， 国内生产总值

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法律来源来自于 Ｌａ Ｐｏｒｔａ 等 （２００８） ［３９］ 提供的法源数据，
其余数据均来源于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四、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２ 汇报了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 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显著为正， 该结果验

证了本文的假说 １， 即贸易双方签订带有数据流动规则的 ＲＴＡ 有助于促进一国服务

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 第 （２） 列和第 （４） 列在固定国家—行业—时间效应以

控制时变异质性后， 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下降， 这表明控制国家—行业—时间效

应是降低潜在内生性的关键所在 （ Ｂａｉ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此外， 对比第

（２）、 （４） 列样本量可以发现， 第 （４） 列减少了 ６ ８４８ 个观测值。 原因在于， 高

维固定效应的 ＰＰＭＬ 法能够检测并剔除分离变量， 分离变量并不传递估计过程的相

关信息， 并且能有效解决泊松回归的最大似然估计值非收敛问题及估计偏误

（Ｃｏｒｒｅｉ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４０］。 后续回归如无特别说明， 均使用 ＰＰＭＬ 方法， 并控制国

家—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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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附录 ２ 技术法规、 标准、 测试和认证中第 ２ 部分 １８ 章； 附录 ９ 金融服务； 附录 １１ 电子通信、 视

听服务和信息社会。



表 ２　 基准回归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ＯＬＳ ＯＬＳ ＰＰＭＬ ＰＰＭＬ

ｒｕｌｅ
　 　 １􀆰 ５２８∗∗∗ 　 　 ０􀆰 ４４６∗∗∗ 　 　 １􀆰 ３３０∗∗∗ 　 　 ０􀆰 ６０５∗∗∗

（７５􀆰 ７５） （３７􀆰 ７４） （１２􀆰 ７３） （１４􀆰 ９８）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Ｒ２ ／ 伪 Ｒ２ ０􀆰 ０１４ ０􀆰 ８６０ ０􀆰 ００１ ０􀆰 ９４０

Ｎ ３９５ ２００ ３９５ ２００ ３９５ ２００ ３８８ ３５２

注：∗∗∗、∗∗、∗分别为在 １％、 ５％、 １０％水平下显著； ＯＬＳ 回归时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对应的 ｔ 值， ＰＰＭＬ 回归

时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对应的 ｚ 值； 固定效应均对国家—行业—时间进行了控制。 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①

１􀆰 内生性问题

虽然前文引入传统引力模型控制变量和国家—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以最大程

度缓解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但仍不能排除其他遗漏变量或反向因果造成的

内生性问题。 针对其他遗漏变量， 本文考虑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 各国缔结服务贸

易协定同样会引致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上升 （林僖和鲍晓华， ２０１８）。 因此， 在基

准模型中进一步控制服务贸易协定虚拟变量 （ＳＲＴＡ） ， 当贸易双方存在服务贸易协

定时， ＳＲＴＡ取值为 １， 反之为 ０， 数据来源为 ＤＥＳＴＡ 数据库。 第二， 由于电子商务

章节中除数据流动规则外， 还存在市场准入规则、 贸易促进规则等， 本文在基准模

型中进一步控制其他数字贸易规则深度 （ｄａｔａｒｕｌｅ）②。 第三， 在模型中进一步加入

国家—行业配对恒定效应 （φｉｊｋ） ， 以控制除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外其他影响双边服务

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国家—行业层面的贸易成本因素。 上述结果中回归系数均显著

为正， 表明本文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针对反向因果关系， 首先， 本文借鉴林僖和鲍晓华 （２０１８） 的做法， 对双边

ＲＴＡ 的数据流动规则样本进行剔除。 原因在于， 双边贸易规模会对双边 ＲＴＡ 产生

影响， 而多边 ＲＴＡ 不会受其影响。 回归结果表明结论并未改变。 其次， 参考 Ｂａｉｅｒ
等 （２０１４） ［４１］的做法， 在模型中加入前置一期的数据流动规则深度 （Ｆｒｕｌｅ） ， 若

ｒｕｌｅ 严格外生于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 则 Ｆｒｕｌｅ 应该与当期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

值无关。 结果显示 ｒｕｌｅ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Ｆｒｕｌｅ 估计系数不显著， 表明反向因果

关系不影响本文结论。 最后， 为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许亚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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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 稳健性检验结果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

阅、 下载。
其他数字贸易规则包括： 市场准入规则 （电子商务的国民待遇、 电子商务的最惠国待遇、 为计算机、

电信服务业、 金融服务业提供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 电子传输免征关税、 是否考虑载体媒介关税值）； 贸易

促进规则 （促进中小企业使用电子商务、 无纸化贸易、 电子认证、 电子签名及数字证书）。 考虑到本文选取

的 １０ 条数字贸易规则均有助于促进缔约国之间增加值贸易， 本文依照具体条款的赋值情况进行加总， 并除以

３０ （所有数字贸易规则约束程度最高时得分）。 数据来源为 ＴＡＰＥＤ 数据库。



（２０２０） ［４２］的做法， 以贸易协定双方与第三国缔结含有数据流动规则 ＲＴＡ 的数量作

为工具变量。 一方面， 协定双方与第三国签署含有数据流动规则的 ＲＴＡ 越多， 双

方缔结含有数据流动规则 ＲＴＡ 的可能性越高， 即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存在较高的

相关性； 另一方面， 协定双方与第三国的 ＲＴＡ 数量并不直接影响双方增加值贸易，
即工具变量具有较好的外生性。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中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

值、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Ｗａｌｄ－Ｆ 值均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数据流动

规则深度的估计系数及显著性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２􀆰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论稳健， 本文还进行了划分不同样本期， 剔除异常值及替换解释变量

的检验。 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相同， 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三） 异质性检验

１􀆰 国别异质性

本文将样本国家 （地区） 划分为 ３３ 个发达国家 （地区） 和 ３２ 个发展中国家，
分析对比数据流动规则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 （地区） 中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

影响的异质性。 表 ３ 第 （１） — （４） 列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但系数大小存在

显著差异。 上述结果表明： 第一， 不论缔约国双方经济发展程度如何， 缔结更深层

次的数据流动规则均有助于缔约国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 第二， 发展中—
发展中国家缔结高标准的数据流动规则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效应更强。
可能的原因是， 发达国家 （地区） 在数字产业基础、 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差异相对

较小， 其内部对数据流动的限制措施也相对较少， 因此发达国家 （地区） 之间缔

结数据流动规则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相对较小； 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缔结数

据流动规则有助于大幅降低自身数据流动壁垒， 削减贸易双方的服务贸易成本， 因

而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相对较大。 第三， 发达—发展中国家 （地区） 缔

结高标准的数据流动规则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效应大于发展中—发达国

家 （地区）。 一方面， 发达国家 （地区） 本身在服务贸易方面具有竞争优势； 另一

方面， 在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数据交易制度的情况下， 缔结数据流动规则使发达国

家 （地区） 能以极低的成本获取发展中国家内部大量数据要素， 并利用专业化部

门实现数据要素价值创造， 进而提高本国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 而多数发展中国

家则受制于落后的国内数字产业， 即便在数据自由流动的情形下， 也难以充分挖掘

数据要素背后的价值， 并将其应用于服务贸易之中， 因此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服务

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效应较小。
２􀆰 行业异质性

本文将样本划分为数字服务行业和其他服务行业， 检验数据流动规则对两者影

响的差异。 对照 ＩＳＩＣ Ｒｅｖ􀆰 ４ 中服务业细分行业， 将出版、 印刷和广播业、 电信业、
计算机编程、 咨询和信息服务业、 金融和保险业、 专业、 科学和技术服务业、 艺术

和娱乐业、 其他商业服务业 ７ 个服务业划分为数字服务行业， 其余 １２ 个服务业则

为其他服务行业。 表 ３ 第 （５）、 （６） 列报告了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不同服务部门

的差异化影响， 可以发现： 第一， 由于大多数服务贸易能够通过数据跨境流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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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ａｒｅｌ ａｎｄ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２０２１）， 整体而言， 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数字服务行

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均具有促进效应； 第二， 数字服务行业更依赖

于数据流动， 其与数据流动规则的联系更为紧密， 因此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数字服

务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效应大于其他服务行业。

表 ３　 国别与行业异质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发达—发达 发达—发展中 发展中—发达
发展中—
发展中

其他服务业 数字服务业

ｒｕｌｅ 　 ０􀆰 ７１５∗∗∗ 　 ０􀆰 ９０２∗∗∗ 　 ０􀆰 ４９１∗∗∗ 　 １􀆰 ２１３∗∗∗ 　 ０􀆰 ５５４∗∗∗ 　 ０􀆰 ６５７∗∗∗

（１５􀆰 ８５） （１０􀆰 １１） （４􀆰 ８４） （９􀆰 ６４） （１１􀆰 ２０） （９􀆰 ７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伪 Ｒ２ ０􀆰 ９５ ０􀆰 ９５ ０􀆰 ９３ ０􀆰 ９３ ０􀆰 ９４ ０􀆰 ９４

Ｎ ９９ ５２０ ９９ ３２５ ９７ ６８５ ９０ ５５７ ２４２ ８１６ １４５ ５３６

３􀆰 贸易协定异质性

为检验不同数据流动规则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将数据

流动规则分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和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根据表 ４ 第 （１）、 （２） 列

结果， 可以发现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显著大于个人信

息保护规则。 一方面， 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性质存在差异， 前

者为 “自由开放型” 规则， 后者为 “保护平衡型” 规则， 前者对服务业出口国内

增加值的促进效应显著大于后者 （彭羽等， ２０２１）； 另一方面， 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需平衡数据流动和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 过低的隐私保护会降低数字企业和个人消

费者的信心， 而过高的隐私保护会提高数字企业的市场准入成本， 这制约了个人信

息保护规则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效应。
４􀆰 缔约时点异质性

为检验缔约时点差异所带来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借鉴林僖和鲍晓华 （２０１８）
的做法， 将 ＢＡ 定义为国家 （地区） ｉ 和 ｊ 之间缔结 ＲＴＡ 之前 ｊ 国与其他国家 （地
区） 缔结包含数据流动规则的 ＲＴＡ 数量， 将 ＡＡ 定义为国家 （地区） ｉ 和 ｊ 之间缔

结 ＲＴＡ 之后 ｊ 国与其他国家 （地区） 缔结包含数据流动规则的 ＲＴＡ 数量。 表 ４ 第

（３） 列结果显示， ｒｕｌｅ × ＢＡ和 ｒｕｌｅ × ＡＡ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且前者的绝对值大于后

者。 上述结果与林僖和鲍晓华 （２０１８） 的结论相同， 即 ＲＴＡ 中数据流动规则的缔

结时点对缔约国而言十分重要， 缔约国 ｊ 与其他国家 （地区） 缔结数据流动规则会

使其他国家 （地区） 在 ｊ 国市场建立先行优势， 进而削弱 ｉ、 ｊ 两国 （地区） 之间

缔结数据流动规则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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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产业链关联程度异质性

为检验产业链关联程度如何影响数据流动规则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

效应， 本文构建生产网络依赖度 （ＰＮ） ， 使用两国之间 ｋ 行业进口中间品与 ｋ 行业生

产中使用的所有中间品之比表示， 相关数据来源于 ＯＥＣＤ－ＴｉＶＡ 数据库。 表 ４ 第 （４）
列结果显示， ｒｕｌｅ × ＰＮ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当贸易双方服务业产业链存在相对较高

的关联时， 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双方的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效应更强。

表 ４　 贸易协定、 缔约时点、 产业链关联程度异质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数据跨境流动规则 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缔约时点 产业链关联程度

ｒｕｌｅ ０􀆰 ６２２∗∗∗ ０􀆰 ３３８∗∗∗ ０􀆰 ９１３∗∗∗ ０􀆰 ３６４∗∗∗

（１１􀆰 ８１） （１９􀆰 １０） （２０􀆰 ８１） （７􀆰 ９５）

ｒｕｌｅ × ＢＡ
－０􀆰 １５１∗∗∗

（－１０􀆰 ００）

ｒｕｌｅ × ＡＡ
－０􀆰 ０６４∗∗∗

（－３􀆰 ５０）

ｒｕｌｅ × ＰＮ １􀆰 ５８３∗∗∗

（６􀆰 ９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伪 Ｒ２ ０􀆰 ９４ ０􀆰 ９４ ０􀆰 ９４ ０􀆰 ９４

Ｎ ３８８ ３５２ ３８８ ３５２ ３８８ ３５２ ３８１ ２０７

五、 机制检验

（一） 贸易成本效应和创新效应

为检验数据流动规则是否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及创新效应渠道影响服务业出口国

内增加值， 本文引入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ＳＥＸ ｉｊｋｔ ＝ ｅｘｐ（α０ ＋ α１ｒｕｌｅｉｊｔ ＋ βＺ ｉｊｔ ＋ μｉｋｔ ＋ ν ｊｋｔ） ＋ εｉｊｋｔ （３）

Ｍｉｊｋｔ ＝ α０ ＋ α１ｒｕｌｅｉｊｔ ＋ βＺ ｉｊｔ ＋ μｉｋｔ ＋ ν ｊｋｔ ＋ εｉｊｋｔ （４）
ＳＥＸ ｉｊｋｔ ＝ ｅｘｐ（α０ ＋ α１ｒｕｌｅｉｊｔ ＋ α２Ｍｉｊｋｔ ＋ βＺ ｉｊｔ ＋ μｉｋｔ ＋ ν ｊｋｔ） ＋ εｉｊｋｔ （５）

其中， 式 （３） 为基准回归模型， 式 （４） 检验中介渠道， 式 （５） 将被解释

变量和中介变量共同纳入回归模型， 上述 ３ 式构成了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中介变量

分别用双边贸易成本和国家 （地区） 创新能力表示， 双边贸易成本 （ ｔｒａｄｅｃｏｓｔ） 借

鉴 Ｎｏｖｙ （２０１３） ［４３］的做法衡量①； 国家 （地区） 创新能力 （ｌｎｒｄ） 沿用现有研究的

一般做法， 使用两国研发投入占 ＧＤＰ 比重的均值取对数表示。 中介变量的数据来

源为 ＯＥＣＤ－ＴｉＶＡ、 ＯＥＣＤ－ＩＣＩＯ 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库。 其余变量均与基准模

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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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具体计算公式为： τｉｊｋｔ＝
ｘｋｉｉｘ

ｋ
ｊｊ

ｘｋｉｊｘ
ｋ
ｊｉ

( )
１

２ρ－２－１， 其中 ｘｋｉｊ为 ｉ 国 ｋ 行业对 ｊ 国服务业出口额， ｘｋｊｉ为 ｊ 国 ｋ 行业对 ｉ 国服务业出口额， ｘｋｉｉ为 ｉ 国 ｋ 行业国

内销售额， ｘｋｊｊ为 ｊ 国 ｋ 行业国内销售额， ρ 值为 ５􀆰 ６。



表 ５ 第 （１） 列为基准回归结果， 与上文检验结论相同， 数据流动规则深度显

著促进了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 第 （２）、 （３） 列为贸易成本效应的机制

检验结果， 第 （２） 列结果显示， 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显著为

负， 表明国家 （地区） 之间缔结高标准的数据流动规则有助于降低双方贸易成本，
第 （３） 列将双边贸易成本纳入基准模型， 结果显示双边贸易成本对服务业出口国

内增加值的影响显著为负， 表明双边贸易成本阻碍一国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

升。 该结果验证了本文假说 ２ 的前半部分。 第 （４） — （６） 列为创新效应的机制

检验结果， 其中第 （４） 列为基准回归结果， 与上文检验结论相同。 第 （５） 列结

果显示， 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国家 （地区） 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为正， 表明国家

（地区） 之间缔结高标准的数据流动规则能有效提升国家 （地区） 创新能力， 第

（６） 列将国家 （地区） 创新能力纳入基准模型， 结果显示国家 （地区） 创新能力

显著提升了一国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 该结果验证了本文假说 ３。

表 ５　 机制检验

变量

贸易成本效应 创新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ＥＸ ｔｒａｄｅｃｏｓｔ ＳＥＸ ＳＥＸ ｌｎｒｄ ＳＥＸ

ｒｕｌｅ
　 ０􀆰 ６０３∗∗∗ 　 －０􀆰 ６３１∗∗∗ 　 　 ０􀆰 ０８４∗∗∗ 　 ０􀆰 ６４４∗∗∗ 　 ０􀆰 ００６∗∗∗ 　 ０􀆰 ６４３∗∗∗

（１４􀆰 ９５） （－４７􀆰 ５０） （３􀆰 ３９） （１４􀆰 ７０） （７􀆰 ２３） （１４􀆰 ７０）

ｔｒａｄｅｃｏｓｔ
－１􀆰 ５２４∗∗∗

（－１５７􀆰 ８５）

ｌｎｒｄ
０􀆰 ３５２∗∗

（２􀆰 ２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 伪 Ｒ２ ０􀆰 ９３ ０􀆰 ８１ ０􀆰 ９７ ０􀆰 ９４ ０􀆰 ９８ ０􀆰 ９４

Ｎ ２９６ ６２９ ３００ ２３８ ２９６ ６２９ ２６２ ７５８ ２６６ １５２ ２６２ ７５８

注： 由于中介变量存在负值， 因此在对中介变量回归时采用 ＯＬＳ 回归方法 （第 （２） 列、 第 （５） 列）， 其余

均使用 ＰＰＭＬ 回归方法。

（二） 细分贸易成本

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 各国 （地区） 之间缔结高标准数据流动规则主要通过

降低信息成本和监管成本影响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 为对贸易成本效应有更深入

的理解， 本文进一步引入以下计量模型， 分别考察在不同信息成本和监管成本的情

况下， 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作用。
ＳＥＸ ｉｊｋｔ ＝ ｅｘｐ（ρ０ ＋ ρ１ｒｕｌｅｉｊｔ ＋ ρ２ｒｕｌｅｉｊｔ × ＩＣＴ ｊｔ ＋ βＺ ｉｊｔ ＋ μｉｋｔ ＋ ν ｊｋｔ） ＋ εｉｊｋｔ （６）
ＳＥＸ ｉｊｋｔ ＝ ｅｘｐ（γ０ ＋ γ１ｒｕｌｅｉｊｔ ＋ γ２ｒｕｌｅｉｊｔ × ｄｓｔｒｉ ｊｔ ＋ βＺ ｉｊｔ ＋ μｉｋｔ ＋ ν ｊｋｔ） ＋ εｉｊｋｔ （７）

式 （６） 检验信息成本效应， ｒｕｌｅ × ＩＣＴ 为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和数字基础设施的

交互项。 一国数字基础设施能反映其市场信息披露程度， 若一国数字基础设施发

达， 则使用市场化手段获取信息的成本较低， 信息获取较容易， 反之则反。 数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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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发展水平 （ ＩＣＴ） 用每百人固定宽带接入、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量、 互联

网用户占比和人均国际宽带已用总容量四个指标， 通过主成分分析合成表示， 相关

数据来源于国际电信联盟①。 式 （７） 检验监管成本效应， ｒｕｌｅ × ｄｓｔｒｉ 为数据流动规

则深度和数据跨境流动壁垒的交互项。 本文使用 ＯＥＣＤ 提供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

数 （ＤＳＴＲＩ）， 从中剥离出 “基础设施和联通性” 子指标得分来测度数据跨境流动

壁垒 （ｄｓｔｒｉ） ， “基础设施和联通性” 得分越高， 表明目的国数据跨境流动壁垒越

高， 即监管成本越高。 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最早能追溯至 ２００７ 年， 数据跨

境流动壁垒最早能追溯至 ２０１４ 年， 与其匹配后本文的样本区间分别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 考虑到样本量问题， 式 （６）、 （７） 回归时并未划分样本区间。

结果显示②， 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和目的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交互项的系数

显著为负。 出口目的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越低， 与其缔结数据流动规则对服

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效应越强， 即数据流动规则与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存在

替代关系， 一国能够通过缔结数据流动规则， 克服目的国市场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滞

后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和数据跨境流动壁垒交互项的系数显

著为正， 表明双方缔结数据流动规则能够减轻目的国数据跨境流动壁垒对服务出口

国内增加值的负面影响， 即目的国监管成本越高， 数据流动规则对服务业出口国内

增加值的促进效应越强。 上述结果验证了本文假说 ２ 的后半部分。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ＯＥＣＤ－ＴｉＶＡ 数据库所提供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 ６５ 个国家 （地区） 双边

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 考察了 ＲＴＡ 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缔约国服务出口国内增加

值的影响。 研究发现： 第一， ＲＴＡ 数据流动规则深度显著促进了缔约方服务出口

国内增加值的增长， 降低贸易成本和提升国内创新能力是数据流动规则深度作用于

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具体路径。 进一步区分贸易成本后发现， 数据流动规则深

度通过降低信息和监管成本作用于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 第二， 当国家 （地区）
发展程度相同时， 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发展中—发展中国家 （地区） 的服务出口

国内增加值的促进效应更强； 当国家 （地区） 发展程度不同时， 发达国家 （地区）
能获取更大的贸易利得。 第三， 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业贸易增加值的促进效应

大于其他服务业。 第四， 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效应更

大， 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影响相对较小。 第五， 缔结时点对缔约方而言十分重要，
尽快在 ＲＴＡ 中纳入数据流动规则不仅有助于缓解第三国在出口目的国市场建立先

行优势所带来的负向影响， 而且为其借道缔约国出口至第三国市场提供契机。 第

六， 缔约国之间生产网络依赖程度的提高能够有效增强数据流动规则对缔约国服务

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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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跨境流动壁垒和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均为单边变量， 会被国家—行业—时间固定效应所吸收，
因而未纳入回归方程。

限于篇幅， 细分贸易成本检验结果查阅同前。



上述结论带来如下启示： 第一， 中国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双边和多边数字

贸易规则谈判， 推动 ＲＴＡ 数据流动规则的建设。 在准确了解各方诉求， 寻求贸易

合作国在数据流动规则领域的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 适度引入标准更高、 法律约束

力更强的数据流动规则， 以此提出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 “中式模板”。
第二， 根据不同缔约国、 不同行业类型、 不同数据流动规则条款构建差异化

ＲＴＡ 数字贸易谈判策略， 逐步加深中国参与的 ＲＴＡ 中数据流动规则的深度。 在缔

约国的选择上， 与发展中国家缔结数据流动规则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服务出口国内增

加值提升。 因此， 中国应妥善处理数据跨境流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 并积

极借鉴相对成熟的数据流动条款范式， 在此基础上积极与发展中国家缔结符合双方

利益的数据流动规则。 与此同时， 也可优先选择与中国产业链关联程度较高的国家

缔结 ＲＴＡ， 并引入数据流动相关规则， 最大限度地发挥数据流动规则对服务贸易

增加值的促进效应。 针对行业层面的数据跨境流动， 需尽快完善行业分级分类审

查、 监管制度， 最大程度降低国内数据跨境流动壁垒， 使服务业全行业均能获得数

据自由流动带来的红利。 鉴于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有更强的促

进作用， 中国要更加重视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制定， 在设置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时则

需注意数据流动和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
第三， 在缔结数据流动规则的过程中， 中国一方面可积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

规则， 并以此为契机完善国内相关法律体系， 循序渐进地削减服务业及数据流动领

域的壁垒， 降低服务贸易成本； 另一方面可以强化相关企业对数据及创新要素的吸

收、 转化、 再创造能力， 促使数据流动规则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作用机制顺利

实现， 增加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的贸易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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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ＨＯＦＭＡＮＮ Ｃ， ＯＳＮＡＧＯ Ａ， ＲＵＴＡ Ｍ􀆰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ｅｐｔｈ： Ａ Ｎｅｗ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７， Ｎｏ􀆰 ７９８１􀆰

［１４］ 马光 􀆰 ＦＴＡ 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三种例外选择适用 ［Ｊ］ ． 政法论坛， ２０２１， ３９ （５）： １４－２４􀆰
［１５］ 谭观福 􀆰 数字贸易中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法规制 ［Ｊ］ ． 比较法研究， ２０２２ （３）： １６９－１８５􀆰
［１６］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Ａ， ＴＵＣＫＥＲ 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９， ５７ （１）： ３－４３􀆰
［１７］ ＦＡＲＢＯＯＤＩ Ｍ， ＶＥＬＤＫＡＭＰ Ｌ􀆰 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Ｒ ］．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２１， Ｎｏ􀆰 ２８４２７􀆰
［１８］ 岳云嵩， 李兵， 李柔 􀆰 互联网会提高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吗———基于倍差匹配的经验研究 ［ Ｊ］ ． 国际

贸易问题， ２０１６ （１２）： １３１－１４１􀆰
［１９］ ＣＹＲＵＳ Ｔ 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 ．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２， １２ （４）： １－２５􀆰
［２０］ ＦＲＥＵＮＤ Ｃ， ＷＥＩＮＨＯＬＤ 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２， ９２ （２）： ２３６－２４０􀆰
［２１］ ＣＡＲＲＩＥＲＥ－ＳＷＡＬＬＯＷ Ｍ Ｙ， ＨＡＫＳＡＲ Ｍ Ｖ􀆰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２０１９􀆰
［２２］ 蔡跃洲， 马文君 􀆰 数据要素对高质量发展影响与数据流动制约 ［Ｊ］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２１， ３８

（３）： ６４－８３􀆰
［２３］ ＢＡＫＯＳ Ｊ 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Ｂｕｙｅｒ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ｓ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ｓ ［Ｊ］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７， ４３ （１２）： １６７６－１６９２􀆰
［２４］ 林僖， 鲍晓华 􀆰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如何影响服务贸易流量？ ———基于增加值贸易的研究视角 ［ Ｊ］ ． 经

济研究， ２０１８， ５３ （１）： １６９－１８２􀆰
［２５］ ＢＯＷＮ Ｃ Ｐ􀆰 Ｍｅｇ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ＴＯ ［Ｊ］ ．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７， ８ （１）：

１０７－１１２􀆰
［２６］ 周念利 􀆰 缔结 “区域贸易安排” 能否有效促进发展中经济体的服务出口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２， ３５

（１１）： ８８－１１１􀆰
［２７］ ＭＩＲＯＵＤＯＴ Ｓ， ＲＯＵＺＥＴ Ｄ， ＳＰＩＮＥＬＬＩ Ｆ􀆰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 ＯＥＣ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１３， Ｎｏ􀆰 １６１􀆰
［２８］ 刘斌， 甄洋 􀆰 数字贸易规则与研发要素跨境流动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２２ （７）： ６５－８３􀆰
［２９］ ＤＡＳ Ｇ Ｇ， ＡＮＤＲＩＡＭＡＮＡＮＪＡＲＡ Ｓ􀆰 Ｈｕｂ－ａｎｄ－Ｓｐｏｋｅｓ ＦＴ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Ａｎ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６， １４２ （１）： ３３－６６􀆰
［３０］ 谢康， 夏正豪， 肖静华 􀆰 大数据成为现实生产要素的企业实现机制： 产品创新视角 ［ Ｊ］ ． 中国工业经

济， ２０２０ （５）： ４２－６０􀆰
［３１］ ＭÜＬＬＥＲ Ｏ， ＦＡＹ Ｍ， ＶＯＭ ＢＲＯＣＫＥ Ｊ􀆰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ｏｎ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 Ｅｃｏｎｏ⁃

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８， ３５
（２）： ４８８－５０９􀆰

［３２］ ＧＨＡＳＥＭＡＧＨＡＥＩ Ｍ， ＣＡＬＩＣ Ｇ􀆰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ｏｎ Ｆｉｒ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ｉｓ
Ｎｏ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Ｄａｔ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１０８： １４７－１６２􀆰

［３３ ］ ＥＬＬＩＳＯＮ Ｇ， ＧＬＡＥＳＥＲ Ｅ Ｌ， ＫＥＲＲ Ｗ Ｒ􀆰 Ｗｈａ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０， １００ （３）： １１９５－１２１３􀆰

［３４］ ＢＡＩＥＲ Ｓ 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Ｊ Ｈ􀆰 Ｄｏ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７１ （１）： ７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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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 Ｅ， ＹＯＴＯＶ Ｙ Ｖ􀆰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９９： ２７９－２９８􀆰
［３６］ 周念利， 陈寰琦 􀆰 基于 《美墨加协定》 分析数字贸易规则 “美式模板” 的深化及扩展 ［ Ｊ］ ． 国际贸易

问题， ２０１９ （９）： １－１１􀆰
［３７］ 赵静媛， 何树全， 张润琪 􀆰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行业增加值贸易的影响研究 ［Ｊ］ ． 世界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 （９）： ４８－６１＋１３６􀆰
［３８］ 林僖， 鲍晓华 􀆰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与服务出口二元边际———基于国际经验的实证分析 ［ Ｊ］ ． 经济学

（季刊）， ２０１９， １８ （４）： １３１１－１３２８􀆰
［３９］ ＬＡ ＰＯＲＴＡ Ｒ， ＬＯＰＥＺ－ＤＥ－ＳＩＬＡＮＥＳ Ｆ，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８， ４６ （２）： ２８５－３３２􀆰
［４０］ ＣＯＲＲＥＩＡ Ｓ， ＧＵＩＭＡＲÀＥＳ Ｐ， ＺＹＬＫＩＮ Ｔ􀆰 Ｆａｓｔ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 Ｊ］ ．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２０， ２０ （１）： ９５－１１５􀆰
［４１］ ＢＡＩＥＲ Ｓ 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Ｊ Ｈ， ＦＥＮＧ 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９３ （２）： ３３９－３５０􀆰
［４２］ 许亚云， 岳文， 韩剑 􀆰 高水平区域贸易协定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基于规则文本深度的研究 ［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１２）： ８１－９９􀆰
［４３］ ＮＯＶＹ 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Ｒｅｄｕｘ：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２０１３，

５１ （１）： １０１－１２１􀆰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ＹＩＮ Ｆｅｎｇ　 ＤＡＮＧ Ｘｉｕｙｕ　 ＬＩ Ｐ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ｅｘｔ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ｆｒｏｍ ＯＥＣＤ－ＴｉＶ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ｒｕｌ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ｅｓ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ｒｕｌ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Ｓｕｂ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ｒｕｌ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ｂｙ ｒｅｄｕｃ⁃
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
ｕｅ⁃ａｄｄｅｄ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Ｏｕ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ｏｐ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ａ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ｒｕｌｅｓ ｗｈｅｎ ｓｉｇｎ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Ｒｕｌ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责任编辑　 张晨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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